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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何种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科技资助提升创新水平? 文章结合资源基础理

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运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２３８２家企业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共

计６７１８条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在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过程

中的三维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１)在应用倾向值匹配法纠正政府资助选择偏差的基础

上,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２)企业规模能够影响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

“杠杆效应”的发挥程度,规模越大,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激励越强;(３)政府资助对不

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政府资

助提升创新水平;(４)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还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相比之下,政府资助

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关键词:政府科技资助;技术创新;所有制;企业规模;倾向值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F１２３１５;F２７９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８７１２
　　DOI:１０．１６５３８/j．cnki．jfe．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２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１７２１４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１２０９００)

作者简介:董　静(１９７５－),女,甘肃兰州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翟海燕(１９７７－);山西运城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杨自伟(１９７８－),男,河南平顶山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层出不穷,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三类:第
一,杠杆效应,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政府资助能干预“市场失灵”问题,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成

本,调动企业创新活力(Czarnitzki等,２００７;等等);第二,替代效应,由于研发资源稀缺,政府

资助通过直接抬高研发人员的工资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成本,最终间接降低了企业实际的

创新投入和创新水平(Carmichael,１９８１;等),或者政府资助直接挤出了企业自主的研发投

入;第三,混合效应,政府资助作用的发挥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政府的资助程度与方式(毛
其淋和许家云,２０１５;Lichtenberg,１９８８)、市场竞争和行业特点(Becker和 Hall,２００３)、企业

规模(González和Pazó,２００８;等)和创新类型(Clausen,２００９)等.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很多基于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李玲和陶厚永(２０１３)从企业股份

性质的视角,借助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政府补助没有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发挥着“纵容之

手”的消极作用,却极大地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绩效.杨洋等(２０１５)采用中国工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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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样本,研究发现政府资助整体上有利于企业的创新绩效,但相比国有企业,资助对民

营企业的作用更大,并且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资助作用进一步放大.

　　上述研究内容和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启示意义,但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

一,企业规模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其创新资源、创新实力、创新动力和创新决策机制也不

同.以往的理论分析不足以充分解释上述差异对政府资助作用机制的影响,尤其是企业规

模不同,其创新实力和财务能力会不同,对政府资助的反应亦会不同(Lach,２００２).第二,
在样本选择上,上述研究的样本代表性有限,尤其是国内最新的研究,不论样本来自上市公

司还是中国工业数据库,都不能充分反映我国企业的整体特征,只能代表规模已达到一定程

度并且已取得较好经营绩效的企业.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虽然很多研究都采用工具变量、

DID 法、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等方法处理了政府资助的内生性,但这些方法都不能较好

地将受资助企业和没有受资助但实力相当的企业进行对比,从而无法更加准确地估计出政

府科技资助的政策效应.

　　基于此,本文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采用上海张江高科技

园区２３８２家企业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共计６７１８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应用PSM(倾向值匹配)方
法控制政府资助的选择偏差,深入分析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如
何借助政府补贴开展创新,并进一步研究企业性质与企业规模的三维交互影响效应.

二、理论与假设

　　１．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创新.由于相比税收优惠这种间接的资助方式,我国地方政府

对直接资助方式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只关注政府的直接科技资助,而不涉及税

收制度.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政府资助影响企业创新的最终结果是不确定的,有的甚至完

全相反.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资助会产生企业创新中的互补作用:第一,政府资助可以

降低企业R&D 项目的成本,使该项目从不盈利变为有利可图;第二,企业借助政府补贴购

买研发设备或设施,可间接降低其他研发活动的成本;第三,由于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受
资助的研发项目所形成的知识或专利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有助于其他的研发活动,从而又间

接地提高了更多研发项目的盈利性(Lach,２００２).但是基于价格机制的视角,政府资助只

是提高了企业的名义研发投入总量,而非实际的总量.公共投入起初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活

动,但伴随着企业对R&D资源需求的增加,使原本有限的研发资源变得更加紧缺,进而研

发成本上升(David等,２０００;等),即政府科技资助抑制了企业创新.国内外众多的经验证

据表明,政府科技资助的互补作用最终大于挤出作用,即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

挥了积极的“杠杆效应”.ZúñigaVicente等(２０１４)总结了国外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有关文献,指
出７７篇文章中的４３篇也同样赞成这一观点.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１:相比没有获得政府科技资助的企业,获得资助的企业创新水平更好.

　　２．企业规模、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创新.政府资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水平的提高,但其促进作用会随企业规模的变化而具有差异性.

　　首先,单纯就企业规模的影响,大企业自身就与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正向关系.根据资源

基础理论,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依赖资金实力、研发与技术人员、技术积累及市场影响力等因

素,而大企业在这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同时,为了稳固和保持其竞争能力及市场地位,大
企业也迫切需要通过创新成为行业的技术领先者.因此,大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成效主要来

自内在条件和外在压力的双重作用.而小企业通常难以承受研发利润为负的“鸿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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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创新动力不足(González和Pazó,２００８).Blundell等(１９９９)和 Gayle(２００１)等的研

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都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次,相比规模较小的企

业,获得政府资助的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更强.政府资助往往扮演“挑选成功者”的角

色,在资助对象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那些已具有一定市场地位、资金实力、技术投入与研发水平

的大企业.一方面期待大企业能基于已有的优势资源,进一步提高研发活动的热情和提升技

术创新成效,起到良性发展的效果;另一方面,其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产业整体升级.由于

大企业通常在产业内具有较高的创新水平,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最强(Humphrey和

Schmitz,２００２).此外,获得资助的企业向外界释放积极的信号———有良好政企关系和研发实

力,能吸引更多的私人投入和社会资源,从而较好地发挥出政府科技资助的杠杆效应.相比之

下,虽然小企业由于“行业背景好”,虽然也能获得政府补贴,但受资助的规模和程度有限,一定

的资金扶持纵然能减少企业自身的研发成本,但只能缩小企业研发预期利润为负的“缺口”,对
其的促进作用有限.实际上,政府的很多投入具有“普惠制”的特点,尤其对小企业的扶持采用

“撒胡椒面”的手法,“雨露均沾”,而力度不大,效果较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２:企业规模越大,在获得政府科技资助后,其技术创新水平越强.

　　３．企业性质、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创新.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借助政府资助进行创新

的成效不同,这是因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源禀赋和信号传递机制存在差异.

　　(１)相比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禀赋和先天条件,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

低导致其利用政府资助进行创新的成效较差.国有企业自身的创新性可能高于民营企业,
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和干预来解决技术创新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
从体制上说,国有企业更有条件进行创新(李春涛和宋敏,２０１０).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

期,市场机制仍不完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信用贷款,拥有更多的创新资源

禀赋.解维敏等(２００９)通过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发现,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略高于非国有企

业.然而,国有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后进行创新的成效却不如私营企业.委托代理理论指出,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委托代理问题,这在国企中更严重.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所有者

缺位,激励监督和问责机制不足,即使享有更多的创新资源和政府优惠,也会出现生产效率

和创新效率的双重损失(吴延兵,２０１２;等).因此,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会

被削弱,甚至有不利影响.而政府资助对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可能更重

要.就资源禀赋而言,民营企业大多先天条件不足,长期受资源匮乏的束缚和融资难问题的

困扰(Lin等,２０１１),因此更迫切渴望获得政府补贴和外部融资.而且民营企业在创新活动

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Liang等,２０１２),人员冗余、行政负担以及高度内化的生产

系统等问题较轻(Lin和Tan,１９９９),能迅速决策和执行创新活动,创新效果更好.

　　(２)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同的制度安排使创新活动的信号传递过程存在差异性.国

有企业的制度安排体现政府主导性,将政府资助当作一种信号向外界传递其创新能力的迫

切性并不强烈,凭借其与国家政府的密切关系,原本就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取更优惠的资金支

持(Luo等,２０１１),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政府主导逻辑意味着没有民营企业那样更渴望将

获得政府资助当作创新活动的信号传递给外部投资者.相反,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以市场

为主导,更迫切需要将获得政府资助作为信号向外界传递,这可表明企业所在的行业受到国

家的支持和认可,提高其合法性,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外部投资者的青睐和创新资源

(Kleer,２０１０等),从而积极开展创新活动(Choi等,２０１１),并放大政府补贴信号的积极作

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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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３:相比非国有企业,政府科技资助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被弱化.

　　４．企业所有制性质与企业规模的联合作用.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规模企业从政府资助

中获得创新收益的差异,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对政府资助的反应.

　　首先,国有制性质会削弱大企业借助科技资助提升创新绩效的优势.具有一定市场地

位的大型国有企业是政府优先扶持的“明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善于运用这些资助进行

创新:第一,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促使其会借助补贴来弥补亏损或转亏为盈(Liang
等,２０１２;等),并不能促进其提高创新水平.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本身就拥有丰富的资源,再
加上政府补贴,资源冗余问题突出(杨洋等,２０１５).而多重代理会加重国有企业的资源浪

费.第三,冗余资源会减少国有企业借助创新强化竞争力的意愿,使其更倾向于通过风险规

避保持已有的优势.第四,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董事会通常是行政任命(Carman 和

Dominguez,２００１),而非市场选择,故经理层的管理水平有限,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大型国有

企业利用政府资源提升创新水平的程度.因此,补贴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正向激励作用更有

限.相反,政府补贴对大型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加有效.虽然较大规模的非国有

企业在资源获取方面仍然难于国有企业,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他们加大创新力度和提高

创新水平的要求迫切(高良谋和李宇,２００９),因而对政府资助更加重视,并且一旦获得补贴,
会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因此在创新主动性高涨和科技管理较为有效的共同影响下,非
国有企业更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创新资源,以提高创新水平.Lin等(２０１１)的研究表明,民营

企业可以显著提高其创新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图１　理论模型

　　H４:企业规模对政府科技资助和企业

创新水平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企业的所有

制性质.当企业为国有性质时,政府科技资

助对大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被弱化.

　　图１刻画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在政府

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发挥杠杆效应的过程

中,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政府资助的激励效果.

三、研究设计

　　１．数据与样本.本文以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企业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张江企业

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微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非国有的民营和外资

企业,既有刚刚成立的年轻企业也有相当成熟的企业,样本的多样性有利于本研究发现普适

性规律.而且,研究对象均处于同一园区,基础设施、文化、人口结构、政策等环境因素一致,
排除了样本来自于不同区域时所存在的环境干扰问题,使本研究能够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本文数据有两个来源:一是在浦东新区科委的协助下,于２０１０年向张江高科技园区曾

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申报过政府科技资助的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４５９份.二

是从浦东新区统计局获得张江高科技园区企业的年度统计数据.① 两套数据合并后,最终

得到２３８２家企业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总计６７１８条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四年间从未获得政府

科技资助的企业有２００１家,至少获得过一次资助的有３８１家.样本企业分布在制造、医
药、IT、化工和服务业领域,大量企业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比重过半(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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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经证实,由于数据采集难度较大,统计局数据并没有涵盖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所有企业.



表１　样本企业分布

资助次数 行业类型
企业规模
(观测数) 企业所有制性质

０次 １次 ２次 ３次 ４次 制造 医药 IT 化工 服务 大 中小 国有 民营 其他

企业数 ２００１ ２０８ ７５ ４６ ５２ ３４１ ３１２ ８４４ ７２ ８１３ １２１１ ５５０７ ２２３ １２６７ ８９２

占比(％)８４．０１ ８．７３ ３．１５ １．９３ ２．１８ １４．３２ １３．１ ３５．４３ ３．０２ ３４．１３ １８．０３ ８１．９７ ９．３６ ５２．９７ ３７．４５

　　注:(１)根据«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国经贸中小企[２００３]１４３号)划分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销售收入

不少于３０００万的为大型企业.(２)在四年中,企业收入存在变化,为便于统计,企业规模的分布由观测数体

现.行业属性和所有制性质基本保持稳定,因此这两项由企业数体现.(３)企业所有制性质中的“其他”主要

包括外资和港澳台企业.

　　(２)模型与变量.基于企业规模与企业性质在政府资助影响企业创新水平中的作用,本
文的研究模型如下:

lnpatentit＝α０＋α１subit＋α２scaleit＋α３stateit＋α４scsubit

＋α５stsubit＋α６ssit＋α７sssubit＋αCit (１)
其中:i表示企业i,t表示第t年.企业创新水平分别用年度的专利申请数(lnpatent１)和专

利授予数(lnpatent２)来衡量.不同的研究对企业创新活动指标的选取略有差异,通常采用

R&D 投入、专利成果、新产品产值等.为了更好地体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水平和成果,本文

分别采用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予数作为模型的因变量,以相互印证,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

性.解释变量是企业获得的政府科技资助(sub).用政府科技补贴总额除以企业研发总投

入来衡量(赵璨等,２０１５).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调节变量.Cit代表

一组控制变量,是其他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各变量含义见表２.
表２　变量一览表

变量名 变量代码 测算方式
专利申请数 lnpatent１ 企业年度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①,被解释变量
专利授予数 lnpatent２ 企业年度专利授予数量的对数,被解释变量

政府资助 sub
(政府年度科技资助总额/企业年度研发总投入)×１００％,解释
变量

企业规模 scale 企业年度营业收入的对数
所有制 state 等于１,表明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政府,反之为０
企业规模×政府资助 scsub 政府资助与企业规模的二维交互项
所有制×政府资助 stsub 政府资助与所有制性质的二维交互项
企业规模×所有制 ss 企业规模与所有制性质的二维交互项
企业规模×所有制×政府资助 sssub 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与政府资助的三维交互项
研发人员规模(Cit,下同) rdstaff 企业年度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数的比重
总资产 lnasset 企业年度资产总额的对数
总负债 lndebit 企业年度负债总额的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el (企业年度负债总额/资产总额)×１００％
资产收益率 ROA (企业年度利润除/资产)×１００％
纳税额 lntax 企业每年上缴的税收总额的对数
劳动生产率 Lp 企业年度收入总额除以员工总数
员工总数 lnemp 企业年度平均人员总数的对数
企业年龄 age 因数据收集为２０１０年,故企业年龄为２０１０减去企业注册年份

行业 ind
虚拟变量,包括服务、IT、化工、制造和医药业,其中服务业为基
准变量

年份 year 虚拟变量,包括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其中２００６年为基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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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很多企业专利申请数为“０”,因此对数化处理的具体公式是:ln(patent１＋１).同理,专利授予也做类似处理.



表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代码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利申请数 lnpatent１ ５８５９ ０．３１ ０．７７ ０ ７．７５
专利授予数 lnpatent２ ５８０９ ０．１６０ ０．５２０ ０ ５．６８０
政府资助 sub ２１３９ ０．１１ ０．３９ ０ １
企业规模 scale ６１６２ ５．１１ ３．３２ ０ １２．４７
所有制 state ５４７２ ０．１２ ０．３２ ０ １

研发人员规模 rdstaff ５３２６ ０．２６０ ０．６２０ ０ １
总资产 lnasset ５２６０ ６．６９ ２．２５ １．７８ １２．５８
总负债 lndebit ５５３３ ５．２７ ２．９７ ０ １８．０６

资产负债率 level ５２３０ １．２８ ９．４８ ０ ５００
资产收益率 ROA ５２５０ －０．１３ ０．６７ －４．１２ １．４１

纳税额 lntax ６０９８ ２．７０ ２．４７ ０ １４．２５
劳动生产率 lp ５３３６ ５０．３２ １２９．１７ ０ ９７９．０５
员工总数 lnemp ５３９９ ３．１２ １．５１ ０ ７．３８
企业年龄 age ６６８４ ７．３１ ５．６３ １ ８７

　　根据变量间的相关性,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水平正相关.此外,研发人员规模、总资产、
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都分别与企业创新正相关.由于员工总数与总资产强相关且相关系数

超过０．７,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后文回归分析中仅采用总资产变量.

　　３．倾向值匹配法.政府是否给予企业资助往往受企业员工人数、资产规模、税收水平、
所处行业和以往专利等情况的影响.对比获得资助(实验组)与未获得资助(控制组)的企业

基本特征(表４),可以发现:无论是企业资产、收入或是人员总数,前者远远大于后者,这充

分说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青睐,这与 Hanel等(２００３)的发现一致;国有企业更

有可能获得资助,受资助企业中有２５％是国有性质,远远高于未受资助企业的９％;生物医

药业和IT 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资助.总之,从创新水平和各类影响创新的因素来看,实验组

所有分位点的数值均大于控制组,并且T 均值检验结果显示,这些组间差异在统计上也高

度显著,说明获得政府资助的企业本身在创新实力和经营规模上就优于无资助的企业,即表

明存在资助内生性问题.
表４　受资助企业与未受资助企业的特征对比

变量名
实验组 控制组

样本数 均值 样本数 均值
均值差异 T 值

专利申请数 ５０１ １．２０ ５０８３ ０．１８ １．０２∗∗∗ ３３．１０
专利授予数 ４７６ ０．７ ５０７６ ０．０８ ０．６２∗∗∗ ２９．０６５
企业规模 ６１０ ６．３８ ５１３７ ４．８７ １．５１∗∗∗ １０．７９
所有制 ４０５ ０．３０ ５０３９ ０．０９ ０．２１∗∗∗ １２．９５

研发人员规模 ４３３ ０．５１ ４７０８ ０．２２ ０．２８∗∗∗ ９．０４６
资产收益率 ４３１ －０．０５ ４６３７ －０．１５ ０．１０∗∗∗ ２．８３

纳税额 ５８７ ３．６８ ５１３４ ２．５３ １．１５∗∗∗ １０．９９
劳动生产率 ４３８ ５２．９２ ４７０８ ５０．４ ２．５１ ０．３８
资产总额 ４３６ ７．６７ ４６４１ ６．５７ １．１０∗∗∗ ９．９４
员工总数 ４６４ ３．９４ ４７１７ ３．０１ ０．９３∗∗∗ １３．９０
负债总额 ４２１ ７．３５ ４９３１ ５．０５ ２．２９∗∗∗ １５．５７
企业年龄 ６９１ ９．３２ ５２３９ ６．８９ ２．４３∗∗∗ １２．８３

　　注:∗p＜０．０５、∗∗p＜０．０１和∗∗∗p＜０．００１代表T 均值检验的显著性,原假设为实验组与控制组无差异.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本文采用PSM 倾向值匹配

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来处理该内生性问题,这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便于将

接受资助的企业和与其特征相似的但没有接受资助的企业进行对比,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

性;第二,相比简单的一维匹配,PSM 可以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个得分因子,可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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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多个维度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企业样本进行匹配,以此得出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技术

创新的净影响(Becker和Ichino,２００２).PSM 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

　　第一,估计企业i是否获得资助的政府决策方程(见式２).G 是一组影响企业是否获

得政府资助的因素,P 是企业获得政府资助的概率,即倾向匹配得分.

P(Gi)＝Pr proi＝１∣Gi[ ] ＝E proi∣Gi[ ] (２)

　　第二,根据决策方程(２)进行回归,计算每一个样本企业的倾向值,将得分相近的企业进行

匹配.本文采取最邻近匹配(Knearestneighborsmatching)的规则,旨在寻找与获得政府资助

的企业的倾向得分最接近但没有获得资助的企业组,其规则见式(３),下标i代表有政府资助

的企业,下标j则为无资助的企业,D(i)表示与企业i的倾向得分最接近的企业组.

D(i)＝Min‖Pi(G)－Pj(G)‖ (３)

　　第三,计算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平均影响效应(averageeffectoftreatmentonthe
treated,ATT),见式(４).Y１i和y０i分别表示企业i有资助和无资助时的创新水平.

ATT ＝E[y１i－y０i∣proi＝１]　　　　　　　　　　
＝E{Ey１i－y０i]∣proi＝１,P(G)}

＝E Ey１i∣proi＝１,P(Gi){ }－E Ey１i∣proi＝０,P(Gi){ } (４)

　　借助最邻近匹配的方法,ATT 的计算式可进一步演化成式(５).其中:T 为匹配后有

资助企业的集合(即实验组),C 为成功匹配的但无资助的企业集合(即控制组),NC
i 等于与

企业i可匹配的没有获得科技资助的企业数,权重wj＝∑jϵNwij,并且wj＝１/NC
i .

ATT＝１/NT∑iϵTyT
i －１/NC∑jϵCwjyC

j (５)

　　第四:假定权重wj不变,且受资助的企业彼此独立,计算ATT 的方差估计式见式(６).

Var(ATT)＝(１/NT)Var(yT
i )＋(１/NT)２∑jϵC(wj)２Var(yC

j ) (６)

四、实证分析

　　为提高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先对数据进行处理:(１)对主要连续变量取对数,以
降低异方差的影响;(２)对主要连续变量在１％水平进行缩尾,以降低异常值的干扰;(３)对
交互项中心化,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 值在１．０４－２．４４之间,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实证分析

思路如下:首先,基于倾向值匹配法来处理政府补贴内生性问题,选择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

匹配,计算政府科技资助平均处理效应ATT 值,并分析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然后,
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估计,由于采用面板数据,故会存在序列相关和截面相关等问题,
而一般的混合OLS 估计方法会有偏误,因此本文借助DK 标准差(DriscollKraay)进行

估计(Driscoll和 Kraay,１９９８),来检验三维交互作用.

　　１．倾向值匹配和平均处理效应ATT.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资

助与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因素紧密相关,包括研发人员规模、资产总额、所属行业、企业年龄

和所有制性质.此外,税收是反映政企关系的晴雨表,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容易获得政府

补贴(刘海洋等,２０１２).高科技企业受自有资金所限,可能会举债进行研发.政府出于稳定

企业运营和支持新兴行业的考虑,可能会提供补贴Duguet(２００４).为了推动成果转化和产

业升级,政府往往会优先淘汰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因此这类企业获得资助的可能性较

低.表５中模型R４是综合多种变量的回归结果,企业研发人数比重越高,获得政府资助的

概率越大(β＝０．０９３,P＜０．０１),国有企业比其他性质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资助(β＝０．６４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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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研发人员规模和企业性质同时影响了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
表５　影响政府资助决策的因素

变量名
因变量:是否获得政府科技资助

R１ R２ R３ R４
研发人员规模 ０．１０９∗∗∗ (３．９８) ０．１０８∗∗∗ (３．９１) ０．１１９∗∗∗ (４．０９) ０．０９３∗∗∗ (３．１０)

纳税额 ０．０１３(０．９１) ０．０２３(１．５８) ０．０２５(１．５７) ０．０４２∗∗ (２．４０)
负债总额 ０．１３３∗∗∗ (９．７４) ０．１４２∗∗∗ (１０．０８) ０．１３８∗∗∗ (６．９４) ０．０１４(０．６６)
企业年龄 －０．１４７∗∗ (－２．５１) －０．１４２∗∗ (－２．４０) －０．１３７∗∗ (－２．３０) －０．１６９∗∗ (－２．３９)

劳动生产效率 －０．００１∗∗∗ (－２．８７) －０．００１∗∗∗ (－２．７９) －０．００１∗∗∗ (－２．９５)
资产总额 －０．００２(－０．０９) ０．０８４∗∗∗ (３．０８)
所有制 ０．６４９∗∗∗ (７．１２)
行业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３６１∗∗∗ (－１４．３９) －２．４３８∗∗∗ (－１４．６５) －２．４０４∗∗∗ (－１３．１５) －２．４５１∗∗∗ (－１１．８４)
N ５１０１ ５０９９ ４８６９ ４７２９

PseudoR２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１ ０．１５５
Loglikelihood －１１５６．０１ －１１４７．８７ －１１４０．５２ －９０３．３５

　　注:表５为probit回归结果,因变量为是否获得政府资助(１＝是,０＝否),显著性为∗ p＜０．１０、∗∗ p ＜
０．０５和∗∗∗ p＜０．０１,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基于表５中政府资助决策模型R４的结果计算出每个样本企业的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并据此按照最邻近匹配规则对有资助和没有资助的企业进行匹配,重新选择实验组

和控制组.图２为匹配前后政府资助倾向得分的密度分布,其中横坐标代表倾向得分,纵坐

标代表概率密度,实线代表实验组(Treat),虚线代表控制组(Control).对比图２a(匹配

前)中的实线和虚线,实验组的倾向得分最高频率接近０．１,而控制组的最高频率在０．０２左

右,总体而言,前者的倾向得分显著高于后者.而观察图２b(匹配后),控制组的最高频率向

右移动,并与实验组的最高频率基本保持一致.因此匹配后两组的分布特征整体相似,表明

匹配效果理想.

图２　倾向得分概率值分布图(a匹配前,b匹配后)

　　计算政府资助平均效应(ATT),表６给出了匹配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企业创新成效

和两组之间的差异,政府资助影响专利申请数的ATT 值由匹配前的０．９４７下降到０．５６７,但
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根据匹配后的结果看,平均而言,企业获得政府资助后的专利申请

数量增长率为０．５７％,充分表明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具有激励作用,支持了假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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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邻近匹配法的ATT 值

被解释变量 类别 实验组 控制组 ATT 值 标准误 t值

专利申请数
匹配前 １．１１６ ０．１６９ ０．９４７ ０．０３７ ２４．９７∗∗∗

匹配后 １．１１６ ０．５４９ ０．５６７ ０．１００ ５．６６∗∗∗

专利授予数
匹配前 ０．５４３ ０．０７１ ０．４７３ ０．０２４ １９．９５∗∗∗

匹配后 ０．５４３ ０．２５２ ０．２９１ ０．０６８ ４．３０∗∗∗

　　２．政府科技资助的三维调节效应估计.保留匹配成功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后,采用逐层

回归法对(１)式进行估计(结果见表７),具体来看:首先,政府资助有助于企业增加专利申请

的数量(模型M２中β＝０．２３７,P＜０．１);其次,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资助更能提高其创新水平

(M４中β＝０．０６７９,P＜０．０１),故假设２成立;并且,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无法更好地

借助政府资助进行创新(模型M４中β＝－０．９７０,P＜０．０１),假设３也成立;最后,政府资助、企
业规模和企业性质的三维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M５中β＝－０．１６５,P＜０．０１),表明相比国有

企业,政府资助对非国有性质的大型企业在创新上更有推动作用,假设４得到支持.

　　图３和图４分别刻画了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多维交互效应(以专利申请数为例).
由图３可知,当企业规模较大时,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根据图４,相比国

有企业,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政府资助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虽然不论何种规模

的非国有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均有正向影响,但对大型非国有企业的正向作用最强(图
略).

表７　匹配后的DK 估计:专利申请数

变量名 因变量:创新水平(专利申请数)
控制变量 M１ M２ M３ M４ M５

研发人员规模 ０．１２２∗∗∗ (８．５０) ０．０２９８(０．６５) ０．０６３４(１．４２) ０．０７６９∗∗ (２．１０) ０．０７６６∗∗ (２．０６)
资产收益率 －０．１２６∗∗∗ (－４．１７) －０．１７１∗∗∗ (－３．８８) －０．１３８∗∗∗ (－３．２９) －０．１３５∗∗∗ (－３．２１) －０．１３８∗∗∗ (－３．３６)
资产负债率 ０．００１７３∗∗∗ (７．２３) ０．００１７６∗∗∗ (３．９６) ０．００１３１∗∗∗ (２．７３) ０．００１０７∗∗ (２．５３) ０．００１０７∗∗ (２．５７)

总资产 ０．１３７∗∗∗ (９．０３) ０．１９７∗∗∗ (４２．０８) ０．２１５∗∗∗ (３６．４０) ０．２１０∗∗∗ (１６．６６) ０．２１４∗∗∗ (１８．８９)
企业年龄 ０．００１８４(０．３７) ０．０００９０１(０．１５) ０．００３４８(０．７９) －０．０００１５７(－０．０４) －０．００１５１(－０．４９)

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预测变量

政府资助强度 ０．２３７∗ (１．８２) ０．２２１(１．６４) ０．０５４８(０．３２) －０．０３４２(－０．２２)
企业规模 －０．０４９４∗∗∗ (－３．３３) －０．０６７９∗∗∗ (－５．９１) －０．０７０８∗∗∗ (－６．０３)
所有制 ０．１９６∗∗ (２．１３) －０．２１２(－１．２４) －０．４０７∗ (－１．７５)

企业规模×资助强度 ０．０６７９∗∗∗ (３．６４) ０．０９０６∗∗∗ (５．２４)
所有制×资助强度 －０．９７０∗∗∗ (－３．５１) ０．０５４７(０．１８)
企业规模×所有制 ０．０７６６∗∗∗ (４．０５) ０．１０４∗∗∗ (３．３１)

企业规模×所有制×资助强度 －０．１６５∗∗∗ (－７．１１)
常数项 －０．７７８∗∗∗ (－６．５４) －０．６３６∗∗∗ (－６．５５) －０．６２０∗∗∗ (－８．６４) －０．４８２∗∗∗ (－３．９１) －０．４４８∗∗∗ (－３．０９)

N ７５８ ５８８ ５８８ ５８８ ５８８
F ７２．６１ １５．５６ ２４．２６ ２０．１６ ２０．９２

Adj_R２ ０．１９２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６ ０．２１１ ０．２１８

　　注:上述模型经过DriscollKraay 标准误的调整.下表同.

　　３．稳健性分析.当采用专利授予数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时,政府资助的平均处理效应

与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时的情况一致,政府资助对专利授予数的ATT 由

０．４３７下降到０．２９１,但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三维调节

机制依然成立(见表８),政府资助不仅发挥互补效应(M２中β＝０１５６,P＜０．０１),而且企业

规模从中具有正向强化作用(M４中β＝０．０４３,P＜０．０１),国有性质有负向弱化效果(M４中

β＝－０．４１３,P＜０．０１),最后国有性质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正向调节效应(M５中β＝－０．１０１,

P＜０．０１).总之,假设１、假设２、假设３和假设４再次成立,说明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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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水平:企业规模的调节　图４　政府资助与企业创新水平:所有制的调节

五、结论与讨论

　　政府科技资助对谁更有效? 本文从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政府科

技资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二维和三维交互效应.研究表明:(１)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虽然采用PSM 方法匹配后,政府资助对创新的激励作用降低,但仍然显著为

正;(２)企业规模对政府资助的“杠杆效应”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相比小企业,科技资助更能

促进较大企业的创新水平;(３)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资助在非国有企中的利用效果更好;(４)
企业所有制性质会影响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政府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

新激励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增强,即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在政府资助发挥杠

杆效应的过程中具有联合调节作用.

　　上述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进一步揭示了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产生“杠杆效应”的机制和

边界,能更好地解释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情况下,政府资助激励企业

创新的条件.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从企业规

模角度深化了政府资助影响企业创新的机理.已有研究初步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政府投入

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例如,Klette和 MáEn(２０１２)的研究表明,资助对大企业研发投

入的诱导效应要高于小企业.但是这些研究只关注了资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而缺少对创

新成果的分析.本研究证明政府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作用因规模而不同,即企业规

模越大,政府资助所带来的企业创新绩效更高.究其原因,对大企业而言,政府资助发挥了

“锦上添花”的作用,即企业一方面能拥有更多的财力进行创新,另一方面凭借自身良好的研

发基础能更好地提高创新绩效.第二,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发现所有制性质在企业规模对政

府资助的创新激励调节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具有差异性.已有研究关注政府资助对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差异性,并发现政府资助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好(李玲和陶

厚永,２０１３).但上述研究所采用的样本均来自上市公司或中国工业数据,样本的代表性有

限.本文以特定高科技园区的企业为研究对象,企业的规模分布更具现实性和代表性,并发

现所有制、企业规模对政府资助的杠杆效应具有三维交互效应,对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其
创新绩效受政府资助的激励作用更强.第三,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在样本匹配的基础上就政

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更加严谨的分析.与传统的处理政府资助内生性问题

的方法不同,倾向值匹配能提高受资助企业和不受资助企业的可匹配性,从而实现在准实验

的状态下,尽可能地控制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其他因素,对政府资助的作用效果进行更加科

学和准确的考察.

　　本研究对科技政策的制定和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首先,提高政府科技资助的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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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民营企业提供资助时,可以更多地考虑规模较大的企业,大型民营企业为了保持和领

先市场地位,迫切需要加大创新投入和提升创新水平,并能凭借已有的创新实力,充分发挥

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加快国有企业改制,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实现高管任命和升迁

的市场化机制,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水平.再次,深入分析如何协助中小企

业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政府应调整和优化相关科技政策,完善中小企业科技金融体

系,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充分发挥政府资助在资本市场中的引导和带动作用.最后,从创新

环境、创新氛围和制度保障等各个方面为企业营造健康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

六、研究不足与展望

　　受研究样本和数据类型的局限,本文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并有待后续研究的完善.第一,
创新水平的测量比较单一,仅选择专利数量来衡量.专利成果往往是企业从创新投入到创

新产出的一个中间过程,它无法充分反映企业的创新成效,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政府资

助对企业不同方面的创新影响.第二,没有细化探讨科技资助的不同类型对企业创新影响

的差异性,中央政府资助和地方政府资助、补贴设备和补贴人员、政府采购合同和市场推广

资助等不同的资助类型会有不同的影响.本文所收集数据没有细分不同的资助类型,无法

深入探讨不同资助政策的效果,这应是今后政府科技资助细化研究的重点.第三,只考察了

企业所有制和规模在政府资助发挥作用中的差异性,而没有分析企业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

的影响.由于数据有限,本文无法将这些关键影响因素纳入研究.第四,对政府科技资助长

期影响的动态考察还有待加强.创新是一个持续投入和不断积累的复杂过程,未来的研究

应更加重视有关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甚至竞争能力提升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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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SchoolofInternationalBusinessAdministration,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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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hichfirmswillmakefulluseofpublictechnologicalsubsidiestoadvance
theirinnovationlevel? Combiningwithresourcebasedview,agencytheoryandsignaling
theory,thispaperanalyzesthethreedimensionalmoderatingroleoffirmscaleandownerＧ
shipintheeffectofpublictechnologicalsubsidiesonfirminnovationbytheunbalanced
paneldatawith６７１８observationsof２３８２firmsfrom Zhangjiang HightechParkof
Shanghaifrom２００６to２００９．Itcomestothefollowingresults:firstly,basedonthecorrecＧ
tionofselectionbiasofgovernmentsubsidiesbypropensityscorematching,government
subsidiesplayasignificantlypositiveroleinthepromotionoffirminnovation;secondly,

firmscalecanaffecttheexertionoftheleverageeffectofgovernmentsubsidiesonfirminＧ
novation,i．e．,largerfirmscaleleadstostrongerpositiveincentiveroleofgovernmentsubＧ
sidiesinfirminnovation;thirdly,theroleofpublictechnologicalsubsidiesinfirminnovaＧ
tionvarieswithownership,namelycomparedwithstateownedenterprises,thenonstate
ownedenterprisescanmakebetteruseofpublicsubsidiestoimproveinnovation;fourthly,

themoderatingroleoffirmscalealsodependsonownership,andbycomparison,theincenＧ
tiveroleofgovernmentsubsidiesininnovationinnonstateownedenterprisesconstantly
strengthenswiththeincreaseinfirmscale．
　　Keywords:publictechnologicalsubsidy;technologyinnovation;ownership;firm
scale;propensityscore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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